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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ogit模型的农民土地调整意愿分析
———来自 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

张三峰　王　非
3

　　摘要 : 本文基于 Logit模型 ,运用 1 682个农民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个体特征对

其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 ,随着农民受教育年限的增加 ,其土地调整倾向减弱 ;

作为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 ,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并没有使农民放弃对土地的占有 ;人均土

地较多的农民家庭与土地调整意愿负相关 ;农民在享受医疗和养老保障后并没有降低其

土地调整倾向 ;在农民土地意识增强的背景下 ,土地调整中的“干部寻租”假说并不存在。

因此 ,政府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法律与农民习俗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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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家庭承包制度框架下的土地稳定关系 ,并且在立法中多次强调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然而 ,现实中的农村土地却经常处于定期或不定期的“大调整”或“小调整”①中。已有研究指出 ,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频繁的土地调整 ,对农户的经营预期 ,对土地资源的保护性使用以及对土地的长期性投

入都是一种损害 ,也是对家庭承包制度安排的侵蚀 (张红宇 , 2002)。据陶然等 ( 2009)对全国 6省 119个村

庄进行的中央政府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权政策的执行情况调查 ,在第二轮承包后 ,尽管农村土地行政性调整的

次数明显下降 ,②但在一些地方依然进行以“小调整”为主要方式的调整。与此同时 ,其他学者进行的抽样调

查研究显示 ,在大部分农村地区 ,多数农民支持土地调整。理论和现实的矛盾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土地调

整及其影响因素。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民对土地调整具有强烈的偏好 ? 只有弄清楚这一问题背后的原

因 ,农村土地制度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如农民土地权利的要求与现行土地制度是否能协调运行 ,政府、集体和

农民三者利益在政策上能否兼顾等才能迎刃而解。事实上 ,在现有农村土地制度框架下 ,如何在农地稳定与

农地调整中选择 ,进一步 ,如何协调土地分配的公平与效率 ,已成为当前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一道难解之题。

本文试图利用 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

二、相关文献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 ,中央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保障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③ 但为什么农村土地始

终处于调整状态 ?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最普遍的解释是产权学派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 ,在土地所有权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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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整”是指将集体土地全部收回 ,然后按现有集体人口重新进行分配 ;“小调整”是指根据农户家庭人口数变动进行

调整 ,也就是“增人增地 ,减人减地”。

尽管如此 ,他们的调查依然发现 ,有高达 86个村进行过土地调整 (占总样本的 72. 27% )。

不论从立法层面还是政策层面 ,中央一直重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更是明确规定农

民的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排他性的用益物权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事实上的物权 ,而不是简单的合同权利。



晰的情况下形成的具有“双重产权”特征的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周其仁 (1994)认

为家庭承包制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再划分及国家和集体义务在社区成员间的分配重构了农村土地制度 ,明确

了农民对土地一定期限的承包权和相应的收益权。在产权划分不明确的情况下 ,它赋予内部每个合法成员

平等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因此 ,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 ,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 ,其结果自然

是土地分配随人口的变化而变化。姚洋 (2004)认为土地调整是农民自发要求形成的 ,产生这一制度安排的

动因 ,既可能是农民在成员权保障下对公平的诉求 ,也可能是为保证集体生存而做的一种集体理性选择。进

而 ,他强调土地的行政调整主要是出于对“平等”的考虑。尽管土地调整降低了农户土地投资的积极性 ,从

而导致一定的效率损失 ,但是这种效率损失是保障平等的必要成本。除此之外 ,关于农地调整还有几种比较

典型的理论 ,如干部寻租说 (Johnson, 1995;钱忠好 , 2003)、市场替代说 ( Yao, 2004;赵阳 , 2007)等等。这些理

论假说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土地调整的原因和动机进行了归纳 ,给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多有益启示。

在实证研究方面 ,研究结果表明 ,农民偏好土地调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影响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 ,

旨在确保人人都能获得土地的再分配假说只能解释土地再分配行为的一小部分 (B randt, et al. , 2004)。如

廖洪乐 (2002, 2003)利用二元 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对 6省 36个样本村的 824户农民家庭和

90个村民小组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有 83. 5%的农户认为应该根据人口变化进行土地调整 ,进一步研究发现 ,

代表当地经济、资源状况和非村组干部户意愿的指标对土地调整存在显著影响 ,而村干部土地调整行为指标

并不显著。此外 ,他的研究还发现不同的村民小组之间农民土地调整意愿有很大差异。杨学成等 (2008)对

1995 - 2008年山东省农地使用的调查显示 ,有 38. 6%的人赞成严禁土地调整 ,反对的有 29. 8% ,无所谓的

有 19. 6%。他们认为 ,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国家规制与农民习惯的冲突 ,从农村土地调整禁而不止的实际

出发 ,政府应做的事情 : 一是严格控制土地调整的频率和规模 ;二是对土地调整的办法和实施过程给予严格

的监督和管理 ,防止少数人特别是村干部在土地调整中以权谋私 ,维护农村土地分配的公平与稳定。其他有

关农民土地调整的实证研究还有龚启圣和刘守英 ( 1998)、Kung ( 2000, 2002, 2007 ) ,贺雪峰 ( 2008)、韩俊

(2009)、温铁军 (2009)等等 ,这些研究的结果也都表明 ,除却个别农村社区由于干部的偏好 ,以调整土地权

力获取私利外 ,大部分地区其实都是囿于集体内人口不断变化而被迫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以上研究得出的结论和归纳的影响土地调整的因素都颇具洞察力。但是这些研究结论都是基于案例或

局部调查得到的 ,而且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即农民个体特征对土地调整的影响究竟怎样。事实上 ,

对依靠耕种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 ,农民的选择是理性的 ,即满足其效用最大化 ,那么其土地调整的意愿的关

键点就在于土地调整的边际收益的大小 ,农民的年龄、性别、非农就业机会等等个体特征都会对其意愿产生

影响。而回答这个问题 ,就需要大样本的对农民的抽样调查数据。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 ,我们认为本文的贡献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 ,使用 Logit模型来分析农

民个体特征对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 ,与同样使用农户数据的研究相比 ,本文能最大程度地识别农民个体特征

的影响 ;第二 ,使用的数据与其他相关研究相比 ,数据样本量大 ,在调查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上更具代表性 ,从

而使得结论更具一般性。

三、数据来源及实证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

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合作实施①, 2006年的调查以第五次人口普查 (2000年 )数据为抽样框 ,采用分层的四阶

段不等概率抽样法 ,设计样本量为 10 151个 ,实际有效样本 10 000个 (其中农村有效样本 4 108个 )。抽样范

围覆盖 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除西藏、青海、宁夏及港澳台 )的城市和乡村。② 问卷访问的是 18～69岁

的城镇和农村人口。由于 2006年 CGSS数据没有提供家庭人口这一变量 ,幸运的是 ,在问卷中有家人情况

这项调查 ,我们以此为基础计算了家庭的人口数量。③ 在剔除了信息不完全的样本后 ,本文还剩下 1 68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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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使用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授权。

由于新疆的农村调查样本缺失项目过多 ,我们的研究也不包括新疆 ,同时北京、天津、上海没有进行农村样本调查 ,这样

样本就只包含了 24个省 (市 )。

调查的项目中家人定义较广。我们从土地承包的角度 ,将配偶的兄弟姐妹、已婚女儿及其配偶、已婚孙女及其配偶和租

住者及借住者排除在家庭之外。



有效观测样本。

(二 )变量选取

尽管一些研究认为产权和制度因素是影响农村土地调整的主要因素 ,但在实证中很难为产权和制度选

取合适的代理变量 ,难以进行实证研究 ,而已有研究也表明 ,中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对农民土地调整行为的

影响机制是复杂的 ,正如赵阳 (2007)认为的那样 ,具有“共有私用”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包含两层含义 : 人

与地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因此 ,除产权制度的影响外 ,土地调整还受到农村传统习俗、村庄内生存伦理

的影响 (贺雪峰 , 2008)。Kung(1995)认为 ,与模糊的产权相比 ,农民的平均主义意识对土地调整的影响更应

值得强调。众多的调查研究表明 ,不要说私有化 ,不少地区的农户甚至对 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制度都不认

同 (龚启圣、刘守英 , 1998)。当然 ,本文也受到了没有这方面调查数据的限制。基于以上原因 ,我们在研究

中没有研究土地产权对土地调整的影响。①

首先 ,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 ,在调查中农民对土地调整的意愿有四种 : 土地应该按照需

要定期进行调整 ;尽量减少调地次数 ,尤其是打乱重分的次数 ;在 30年的承包期限内 ,最好不要调整土地 ;最

好是把土地分给农民 ,以后永不调地。从这四种意愿可以看出 ,前两种意愿其实都赞成土地进行调整 ,后两

种意愿则不赞成调整。②按照这样的区分方法 ,在所有受访者中 ,有 795个受访者认为土地应该进行调整 ,

占有效样本的 47. 27% ;有 887个受访者认为土地不应进行调整 ,占有效样本的 52. 73% ,根据年龄和性别进

行分组见表 1。

表 1 　　不同年龄阶段、性别对土地调整意愿的选择

年龄 性别
愿意土地调整 不愿意土地调整

人数 比例 ( % ) 人数 比例 ( % )

30岁以下
男 45 5. 7 42 4. 7

女 53 6. 7 55 6. 2

31～49岁
男 222 27. 9 262 29. 5

女 256 32. 2 279 31. 5

50岁以上
男 148 18. 6 174 19. 6

女 71 8. 9 75 8. 5

　　资源来源 : 作者根据 CGSS(2006)整理。

其次 ,自变量的选取。在本文使用的数据中 ,调查详细记录了受访者的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农

业和非农业生产情况、家庭人均耕地面积、配偶工作及收入情况、受访者及其家庭成员是否享有医疗和养老

保险等相关信息 ,这为我们分析农民个体特征因素对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经过整理 ,样

本数据中农村家庭样本人均耕地 1. 22亩 ,家庭规模为平均 4. 1人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为 6. 7年 ,平

均年龄的中位数为 42. 84岁 ,样本的数据结构与叶剑平等 (2006) 2005年对 17个省的农村调查样本的数据

结构相一致 ,这表明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相对可靠。本文把变量分为农民的个体特征变量和控制变量

(见表 2)。

已有研究指出 ,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更容易意识到稳定承包权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可能也有更强的产

权意识 ,所以倾向于地权稳定 (陶然等 , 2009)。由于女性外出打工的机会少 ,从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更

高 ,那么这部分人就不赞同进行土地调整。在农村地区 ,妇女获得土地权利的机会也小于男性 (张林秀、刘

承芳 , 2005) ,这又可能造成女性倾向于赞同土地调整 ,从而通过土地调整来增加获得土地的几率 ,总之 ,性

别对土地调整的影响学术界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农民城乡之间的流动 (我们用是否曾经外出打工和将来是

否外出打工来度量 )也是影响农民土地调整意愿的原因 ,当遇到城市经济衰退或外出打工受阻时 ,外出打工

的农民可以回家种地 ,也就是说 ,土地实际上承担了为城乡流动就业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功能 ( Yao,

2001) ,那么这部分农民也不赞同土地调整。拥有农业生产技术、从事农业生产时间长的农民可能由于更依

赖于耕种土地获取收入 ,所以这部分农民也希望地权稳定。由于山区人均耕地面积较少 ,人地矛盾突出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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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一假定也是合理的 ,因为国家已经制定并颁布《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来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 ,在

《物权法》中又强调农民土地承包权是受国家保护的财产权利。当然 ,我们无法回避因现行土地产权的模糊性而造成对农民

土地权益侵害的事实。

前两种意愿仅是调整的幅度和频率上有区别 ,后两种则都反对土地调整。



而农户更可能要求调整土地 (赵阳 , 2007) ,模型中也加入了这个变量。为了检验农民“土地情结”和“干部寻

租”对土地调整的影响 ,我们在实证中加入了年龄和政治面貌 (是否是党员和是否是乡村干部 )因素 ,同时为

观察年龄的递增的边际效应 ,模型也加入了年龄的平方项。

控制变量的选择。人均耕地面积对土地调整可能有正或负的影响 ,因为人均耕地面积越多 ,人地关系缓

和 ,调地意愿就下降 ;同时也有可能因土地是重要的经济来源 ,占有土地就意味着占有经济资源 ,人均耕地面

积越多 ,调地次数反而可能增加 (廖洪乐 , 2003)。大多数研究者赞同 ,中国农村土地除了承担生产的职能

外 ,还承担了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能 (朱冬亮 , 2002;陈剑波 , 2006) ,因此农民是否享有社会保障也会对其土地

调整意愿产生影响。

另外 ,还考虑了一些其他控制变量 ,如粮食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一般种植粮食收入比重大的农民

希望稳定土地承包权 ;信息接受便利与否 (受访者是否有电话和是否使用手机 )对土地调整的影响。社会学

研究者认为 ,劳动力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的信息是不完全的 ,只有借助某些“非市场”渠道才能实现信息的有

效传递 ,而使用电话或手机有助于农民获得外出就业机会 ,进而也会对其土地调整意愿产生影响。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农民个体特征变量 说明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年龄平方
性别
户籍类型
居住地类型
教育年限
是否是党员
是否担任乡村干部
是否拥有农业生产技术
一年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天数
是否曾外出打工
是否打算将来外出打工
受访者个人全年收入

2006年 -出生年
年龄平方 /100

女 = 1,男 = 0

农业 = 1,非农业 = 0

平原地区 = 1,其他 = 0

从小学算起
党员 = 1,非党员 = 0

担任 = 1,不担任 = 0

是 = 1,否 = 0

天
是 = 1,否 = 0

是 = 1,否 = 0

个人全年所有收入取对数

1 682

1 682

1 682

1 682

1 682

1 682

1 682

1 682

1 682

1 682

1 682

1 682

1 682

42. 84

19. 42

0. 47

0. 98

0. 47

6. 71

0. 08

0. 05

0. 08

188. 72

0. 18

0. 24

7. 90

10. 37

9. 31

0. 50

0. 13

0. 50

2. 56

0. 27

0. 23

0. 27

89. 01

0. 38

0. 43

0. 87

控制变量 说明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粮食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受访者家庭是否有电话
受访者是否有手机
受访者及家人是否享有医疗保险
受访者及家人是否享有养老保险

家庭人口 /承包土地面积
粮食收入取对数 /家庭总收入取对数
是 = 1,否 = 0

是 = 1,否 = 0

是 = 1,否 = 0

是 = 1,否 = 0

1 682

1 682

1 682

1 682

1 682

1 682

1. 22

0. 87

0. 56

0. 25

0. 41

0. 07

2. 06

0. 10

0. 50

0. 43

0. 49

0. 26

　　资料来源 : 作者根据 CGSS(2006)整理。

(三 )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的是农民土地调整的意愿 ,有“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情况。Logit模型是将逻辑分布作为随

机误差项的概率分布的一种二元离散选择模型 ,适用于对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所进行的选择行为的分析。

正如本文上述 ,农民在选择是否进行土地调整的决策时 ,会理性地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做出满足其效用最

大化的选择。所以 ,本文选用 Logit模型来分析农民土地调整的意愿。Logit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

Pi = E ( Y = 1 | Yi ) =
1

1 + e
- Y i

(1)

　　Pi代表农民 i土地调整意愿的概率 ,假设 E ( Y = 1 | Yi )代表给定的一个 Yi值 ,农户愿意调整的概率 ,再

假定 Yi =α+ ∑
m

j =1

βjX ij +μi。且 e
- Y i =

1 - Pi

Pi

,则有 ln
1 - Pi

Pi

= Yi。这是一个线性的估计模型。模型中 , βj表

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 j表示第 j个影响因素编号 , m表示影响农民土地调整意愿的因素的个数 , X ij是自

变量 , α为截距项 , μ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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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 )模型的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设定是否合适 ,本文先对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了检验。我们把样本数据根据预测的概

率分为四组后 ,根据 Hosmer和 Lemeshow (2000)的方法 ,得出 H - L统计值为 0. 41 ( P值 = 0. 8137 > 0. 5) ,可

以认为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 ,即我们选择的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农户土地调整意愿。表 3给出了模型的回

归结果。

表 3 　　模型回归结果
农民个体特征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 -统计值 边际效应

年龄 - 0. 0036 0. 0368 - 0. 10 - 0. 0009

年龄平方 0. 0000 0. 0004 0. 13 0. 0000

性别 - 0. 1116 0. 1135 - 0. 98 - 0. 0272

户籍类型 0. 2410 0. 4048 0. 60 0. 0589

居住地类型 0. 0198 0. 1073 0. 18 0. 0048

教育年限 - 0. 058533 0. 0214 - 2. 73 - 0. 014333

是否是党员 0. 0488 0. 2222 0. 22 0. 0119

是否担任乡村干部 - 0. 1854 0. 2637 - 0. 70 - 0. 0453

是否拥有农业生产技术 - 0. 2321 0. 1899 - 1. 22 - 0. 0568

一年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天数 0. 0006 0. 0006 1. 03 0. 0002

是否曾外出打工 - 0. 26313 0. 1441 - 1. 83 - 0. 06443

是否打算将来外出打工 0. 0638 0. 1364 0. 47 0. 0156

受访者个人全年收入 0. 0470 0. 0659 0. 71 0. 0115

控制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 -统计值 边际效应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 0. 061033 0. 0291 - 2. 10 - 0. 014933

粮食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 0. 0456 0. 5369 - 0. 08 - 0. 0111

受访者家庭是否有电话 0. 222033 0. 1064 2. 09 0. 054233

受访者是否有手机 0. 1554 0. 1245 1. 25 0. 0378

受访者及家人是否享有医疗保险 0. 19863 0. 1058 1. 88 0. 04853

受访者及家人是否享有养老保险 0. 410733 0. 2082 1. 97 0. 098633

常数项 - 0. 2270 1. 1542 - 0. 20

样本量 1 682

Pseudo - R
2 0. 0156

LR统计值 Chi2 (19) = 36. 19 ( p = 0. 0100)

　　注 : 3 、33分别表示在 10%、5%的水平上显著。

(二 )回归结果分析

1.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这些因素主要包括 : 教育年限、是否曾外出打工、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受访者家庭是否有电话、受访者及

家人是否享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其中教育年限和是否曾外出打工属于本文强调的农民个体特征变量。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 ,农民土地

调整的意愿在减弱 ,可能的解释是 ,随着农民知识水平的提高 ,农民对土地价值的认识以及对稳定的土地承

包权的认识都在不断深化 ,而且 2006年以来 ,农业税费的取消以及国家对农民生产的补贴 ,使得耕种土地成

为有利可图的事情 ,那么这些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就会用国家稳定土地承包权的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 ,所以

就倾向于不愿意调整土地。从边际效应看 ,教育年限每增加 1年 ,农民愿意进行土地调整的概率下降

1. 43%。另外 ,那些曾外出打工的农民也不希望进行土地调整 ,这与我们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相符。目前 ,我

国农村土地承担了部分“社会保障”的职能 ,对大部分农民来说 ,尽管外出打工的收入高于农业生产 ,但是外

出打工的不确定性很大 ,农民希望在外出打工受阻回到农村时 ,能通过耕种土地保障其最低生存需求。

一般而言 ,人均耕地越少的地方 ,土地调整的概率也就越大 (张红宇 , 2002)。本文的结果表明 ,农民家

庭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加减少了土地调整的倾向。这是因为 ,在目前的土地制度框架下 ,农地的分配是公平性

大于效率性 ,那么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多的农民倾向于支持土地使用权的长期稳定 ,这一点和陶然等 (2009)

的研究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那些家庭人口增加的农户倾向于支持土地调整。但在本文中 ,受访者家庭中有

93



电话、受访者及其家人享有社会保障 (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 ,农民的土地调整倾向增强 ,这一点看上去

难以解释 ,因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解释 ,农民享有社会保障后 ,会促使农民放弃以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打算 ,

这里反而出现了享有社会保障后 ,更倾向于土地调整 ,我们认为 ,可能的解释是农民是否享有社会保障 ,并不

是影响农民土地调整意愿的主要因素 ,也就是说 ,享有社会保障后 ,农民的“恋土情结”依然促使部分农民通

过土地调整来占有土地。

另外 ,根据社会网络资本的研究 ,家庭中有电话可以加速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 ,从而有利于农民外出打

工、经商 ,这部分农民为了在打工受阻回乡后保障其最低生存需要 ,而不会赞同进行土地调整。而本文的结

论却与主流观点相悖 ,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农民的分层有关 ,社会网络资本多的农民一般是较早外出打工或经

商的群体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部分人开始陆续返回农村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土地承包权 ,那么回乡

后的这部分人就会有动机索回过去放弃的土地承包权 ,倾向于赞同土地调整。

2.不显著的影响因素

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农民是否是党员和是否担任村干部这两个变量。结果发现 ,农民是否是党员

并不影响其对土地调整的偏好。按照“干部寻租”假说 ,村干部为了寻求私利 ,往往会主导或提议进行土地

调整 ,但是 ,在本文中 ,我们发现 ,是否担任村干部这一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本文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近年

来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利的法律 ,使农民的土地权利意识逐渐得到强化 ,与此同时 ,村干

部和村集体通过村 (组 )的土地权力对村民的控制力却不断下降 ,进而使村干部主导土地调整的现象得到了

有效的遏制 ,本文的这一研究结论再次表明 ,农村土地调整中并不存在“干部寻租”假说。①

对于性别和年龄变量 ,模型结果表明性别和年龄与土地调整意愿都负相关 ,但是这一结果并不显著 ,不

过 ,这个结果还是表明女性更希望稳定的土地承包权 ;中国农民对土地有深厚感情 ,而且越是年龄大 ,越不愿

放弃对土地的占有。居住社区变量也不显著 ,这表明地理位置并没有影响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另外 ,本文

的研究也表明是否拥有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时间也没有影响农民土地调整意愿 ,可能的解释是 ,目前粮

食价格上涨速度远低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速度 ,所以对农民而言 ,是否调整土地并不能对其生活有多大

改善。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最近一些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批评以及相关政策建议。但是 ,

是否应该取消土地调整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进行事实判断 ,即导致现实中土地调

整的原因是什么 ?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的 1 682个农村样本的数据 ,本文对农民的个体特征对土

地调整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上面的实证结果 ,主要结论如下 : 第一 ,随着农民受教育年限的增

加 ,其土地调整倾向减弱。第二 ,土地作为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 ,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并没有促使农民

放弃对土地的占有。第三 ,人均土地较多的农民家庭与土地调整意愿负相关。第四 ,农民在享受医疗和养老

保障后并没有降低其土地调整倾向。第五 ,在农民土地意识增强的背景下 ,“干部寻租”假说并不存在。

目前 ,政府基于激励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等方面的考虑 ,在法律和政策上严格限制农村土地调整。

然而不同时期的调查显示 ,现有农地法律制度安排与农村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本文的研究表明 ,尽

管土地调整被国家严格控制 ,但农民对土地的调整意愿却并没有减少。因此 ,在农村土地调整问题上 ,必须

正视和妥善处理国家法律与农民习惯的冲突 (杨学成等 , 2008)。需要强调的是 ,短期内农民对土地的依赖

不会消失 ,完全禁止土地调整不可能实现。本文的结论还表明 ,即使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的“土

地情结”依然没有使之放弃对土地的占有。

总之 ,解决土地调整问题 ,必须制定符合农民实际的政策。我们认为 ,可以在农村地区建立土地使用权

市场流转机制 ,通过土地市场流转机制的健全和发展来取代土地调整。另外 ,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调整问

题 ,还必须把农村土地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的环境很好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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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arm ers’W illingness of Land Tran sfer:

An L og itM odel Ana lysis of Em p ir ica l Ev idences from CGSS in 2006

Zhang Sanfeng and W ang Fei

( School of Econom ics,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1682 farmers from CGSS in 2006, this paper App lies Logit model to study the impacts of farmer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nd. There are some findings. (1) W ith an increase in schooling, the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land decrease; (2) The increase in emp loyment in non - farm industries do not make farmers give up occupancy of land which

p rovides peasants basic living security; (3) For farmers’households, the amount of per cap ita land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land are negative correlated; (4 ) Even when farmers have participated in security system of health care and pension, they do not

reduce their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land; (5) The“cadres’seeking rent”hypothesis does not hold maybe because farmers are more

and more sensitive to possessing land. Based on emp irical analyse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cautiously deal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law and custom s in transfer land.

Key W ords: Transfer Land; Farmer’sW illingness; CG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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